
　　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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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对民事案件和诉讼程序进行繁简分流 ,其目的在于以合乎理性的规

范缓解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的剧烈冲突 ,从而使不同案件获得不同的程序保障 ,并

使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具有现实可能性。“简易程序”林林总总 ,其理念基础和价

值取向并非仅是“公正和效率的衡平”,更不是以缩短审理期限或提高结案率为

惟一标准计算的“效率”;简易程序对司法公正某种程度的“牺牲”绝不是当事人被

迫的、单向的、非理性的、或没有利益回报的 ,相反 ,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形态中 ,

合理设计和恰当适用的简易程序恰恰通过满足当事人多元需求而维护司法的正当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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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繁简分流

前一阶段 ,以程序规范化、司法专业化、审判正当化为目标的民事司法改革还在轰轰烈

烈地推行着审判普遍开大庭、裁判文书过万字的运动 ,时至今日 ,以司法效率为主题的“繁简

分流”改革却有逆行之势 ,审判实践已大大扩展了现行法确定的独任制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

围 ,简易程序似乎正在以更加迅猛的浪潮席卷着尚未站稳脚跟的程序正当性。目前我国基

层法院共 3123个 ,占全国法院总数的 7913 % ,基层法院审判案件的数量占全国法院审理案

件总数的 90 %以上 ; ①而在这些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民商事案件中 ,简易程序适用率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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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部城市如武汉的情况大致如此 ,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省适用简易程序的比率更高。参见北京王继延 :《民
事简易程序之立法适用及完善》;北京吴在存 :《民事简易程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云南王健 :《简易
程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适用与改革—以云南为例》;上海孔海飞 :《论简易程序的改革》;河南上街区法院 :《案件
繁简分流与一月结案》,均为 2001年民事简易程序研讨会论文。又参见王亚新、徐昕、傅郁林、范愉 :《民事一审
程序运作状态实证调查报告》,2002年 8月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本文曾以《独任审判与小额诉讼》为题提交于 2001年 2月 1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召开的民事简易程序研讨会 ,

吸收了与会法官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 ;修改时受益于王亚新教授、范愉教授、(美) Margaret Woo 教授和 (德)

Peter Gottwald教授的讨论 ,在此一并感谢。



达到 80 %以上。②与此同时 ,由于实务界共知的合议制形式化现象的普遍存在 ,在那些未公

开抛弃合议制的基层法院和普遍适用合议制的中、高级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中 ,未能计入简

易程序统计数据却行简易审理之实的案件平均不少于 50 %。最高法院近日开始讨论制定

《关于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令人看到一点简易程序规范化的趣旨。然

而 ,刚刚出炉的讨论稿显示 ,由于在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这一基础问题上思路并不清晰 ,加

之现行法关于简易程序和独任制的规定存在着二元背反的困境 ,实务中简易程序普通程序

化和普通程序简易化的现象并存 ,如何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操作规程面临着两难境

地。令人忧虑的是 ,如果不厘定繁简分流的理念基础和价值目标 ,只是简单地扩大简易程序

的适用范围 ,将使刚刚起步的程序正当化进程毁于萌芽状态。

从各国民事司法发展和改革趋势来看 ,繁简分流旨在以合乎理性的规范使案件各入其

道 ,使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在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的剧烈冲突中获得现实可能性。美国小额

诉讼制度的出现及其逐渐普及的时期 ,正好与包括诉答、开示等程序的现行民事诉讼基本框

架的形成及发展过程相重合 ,当我们以美国对抗制诉讼模式为蓝本进行司法改革时 ,我们必

须注意到这样一个背景 :美国对抗制模式的运作前提是一审民事案件只有 213 %(联邦系统)

进入审判、其中只有 1 %的判决详述理由 ; ③ 在上诉法院 ,联邦系统 78 %的上诉案件被放入

不予发表和不准引用的栏框里 ,这些被放入“快车道”的案件一般不开庭辩论、司法意见非常

简短 ;德国民事普通程序依赖于类似的运作背景 :以各种与我国含义不同的“简易程序”审理

的案件占一审案件的绝对主流 ,仅仅以督促程序处理的案件即占基层法院全部案件的

87 % ; ④英国和日本自 70年代以来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关注 ,也都是在强大的积案压力下为

了保障不同价值取向的程序正义而采取的对策。⑤

值得注意的是 ,世界各国的改革趋势并非一致 ,诉讼程序变革或演进的方向取决于各国

面临的现实状况的差异。比如法国面临的特殊问题决定了其司法改革呈现出某些逆反特

征。法国诉讼程序以简易、快捷、低廉的平民风格见长 ,加上法律援助制度保障下的起诉前

法律咨询和小审法院对小额民事案件的分担 ,因而积案问题相对而言并不突出。相反 ,程序

的简易化和平民化特色使法国成为西方惟一在司法正当性方面受到公众质疑的国家。法国

近年司法改革的重点在于强化一审程序的专业化 ,同时为了充分发挥上诉法院在减轻最高

法院极度重负方面的职能 ,法国扩大了当事人在上诉程序提出新证据和新主张的权利 ;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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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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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参见 Rechard W1Hulbert , Comment on French Civil Procedure ,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 1997 , Vol145 , p747 ;

Daniel Soulez Lariviere , Overiew of the Problems of French Civil Procedure ,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 1997 ,

Vol145 , p7371

参见Lord Harry Woolf , Civil Justice in the U1 K1 ,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 1997 , Vol145 , p7131

Salem M1Katsh & Alex V1Chachkes , Constitutionality of No2Citation Rules , The Journal of Appellate Practice and Process ,

Vol13 , 20011在上诉程序中实行繁简分流也是国际性的改革措施 ,上诉案件分流的标准以各国对上诉程序功能

的界定为基础 ,上诉简易程序的价值基础和程序特点与一审简易程序都相去甚远。参见笔者博士论文《民事复

审程序研究》。原因分析参见拙文 :“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4卷第 1辑 ,法

律出版社 2002年版。

[美 ]Stephen N1Subrin , Margaret Y1K1Woo :《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徐卉译 ,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48

页 ;周道鸾主编 :《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25页。

参见《法制日报》2001年 6月 12日、《人民法院报》2001年 6月 24日的相关报道。关于合议庭形式化现象的讨论

见拙文 :《对‘全面’强化合议庭功能的质疑》,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大利在西方程序制度中以积案严重、讼程漫长而昭著 ,民事程序改革需要对各个审级和程序

的各个阶段都进行全面修整 ,于是 1990年代改革在强化治安法官的角色地位和扩大适用普

通案件简易程序的同时 ,也限制了当事人在上诉审中的权利 ,然而 ,由于改革措施缺少配套

性 ,以缓解法官负担为目的而不是以方便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新治安法官制度 ,没有真正

体现小额诉讼的功能 ,因而全面限制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将严重损害程序正义。⑦

多数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趋同现象和法国改革的逆向性以及意大利改革的困境从不同

角度表明 ,程序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司法制度的综合改革和配套制度之间、程序制度的各个部

分之间的相互协调 ,而且现行程序制度中的缺陷或漏洞越多 ,通过改革在程序的具体环节上

各个突破的成功率就越低。然而无论如何 ,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仍然比较单纯 ,主要是在公

正和效率两个端点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相比之下 ,我国面临的程序问题则如同疑难杂症 ,

因为现行民事程序制度在司法正当性和司法效率两个方面都面临着困境 ,而且近年来无法

回避的司法信任危机表明 ,司法专业化和程序正当化依然是目前更为迫切和突出的问题。

诚然 ,程序的正当性与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之间并非相互对立 ,合理的简易程序恰恰与

程序的正当化过程相辅相成 ,然而 ,如果不寻找一条有效的妥协途径实现繁简分流 ,法院在

司法效率目标的驱动下盲目改革则可能使 90年代以来以程序正当化为目标的举步维艰的

改革成果付诸东流。本文对繁简分流的研究旨在寻求建立体现不同价值取向的多元程序 ,

以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作为过滤简易程序和复杂程序各自缺陷的理性装置 ,以缓解简易程序

与程序保障之间的价值冲突 ,坚持司法正当化的总体目标 ,避免改革大起大落、忽左忽右。

二、繁简分流的理念基础与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

“简易程序”一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切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各国关于“简易程序”

的立法和判例混在一起 ,这一程序就无法统一定义 ,更无法探寻林林总总的“简易程序”在理

念基础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共性和个性。从比较法的方法来看 ,那种不研究制度功能、价值基

础和运作背景的“概念比较法”只不过是“把差异之处和共同之处像目录般加以罗列 ,事实上

这只是将各国报告中已经载有的东西 ,用一种更加明显的方式加以重复罢了”。⑧因此 ,本文

把各种“简易程序”放在其本国多元的民事程序体系中去考察发现 ,“简易程序”以丰富多采

的特色和价值定位构成整个体系中一个部分 ,各个部分之间能否以相互协调的方式实现功

能互补 ,决定着这些程序设计能否满足保障普通程序的正当化这一共同目的 ;在“简易程序”

的理念基础和价值取向问题上 ,仅仅用“公正和效率的衡平”这样的命题来界定显得过于简

单。这些“简易程序”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并非单一 ,如果强要把它们的价值取向都归结为对

司法“效率”的追求 ,那么这种“效率”的涵义也是多元的、立体的、不同侧面以不同特色加以

表现的“效率”,至少不仅仅以缩短审理期限或提高结案率为标准 ;如果一定要把各种简易程

序都看作是对司法公正某种程度的牺牲 ,那么这种牺牲绝不是当事人被迫的、单向的、非理

性的或没有利益回报的牺牲 ,因而简易程序的合理设计和适用并不必然以损害司法正当性

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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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德 ] K1茨威格特、H1克茨 :《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 ,贵州人民版社 1992年版 ,第 77页。

Vincenzo Varano , Civil Procedure Reform in Italy ,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 , 1997 , Vol. 145 , pp1657—6731



(一)功能主义比较法意义上的“简易程序”

按照其在分流普通程序的压力方面的功能来界定 ,现代西方各国名目各异的“简易程

序”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

1.金钱案件的繁简分流

小额诉讼程序 (Small Claims)是适用最为普遍、价值取向较为明晰、特征较具共性的一种

简易程序 ,以治安法院或治安法官或其变体为典型 ,英国法治法官、法国小审法院、美国许多

州的限权法院、日本简易裁判所中的小额诉讼程序均属于这种模式。⑨其共同特征大致包括 :

适用范围是以支付金钱为诉讼标的的案件 ;亲自诉讼、口头进行、非专业化 ;对抗色彩相对微

弱 ,职权主义介入较多 ,注重调解 ;适用小额诉讼费用专门标准 ;当事人对于是否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一般都有选择权 ;以“限权”为特征 ,法官的司法权和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两方面都受到

一定限制 ,当事人一般不允许反诉 ,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制。简言之 ,小额诉讼与普通诉讼

程序完全分离 ,小额诉讼程序与其说是一种诉讼程序 ,勿宁说是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ADR) ,比如美国许多州的小额诉讼一旦“上诉”至普通法庭 ,则实行全面审查制 ,就象没有

经过审判一样。�λυ

以小额诉讼的上述特征为参照系 ,除法国以外的大陆法国家大都没有小额诉讼程序 ,通

常所称的“简易程序”为普通程序的简化形态 ,即“简易普通程序”(Simplified Procedure) 。德

国学者认为 ,小额诉讼实际上是司法制度由于自身设计的不合理而不得不抛弃对部分纠纷

的司法权 ,既然德国的老百姓更相信法院 ,不愿意向社会其他组织寻求救济 ,司法制度就应

当尽可能设计得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 ,因此 ,德国 70年代以来的改革主要是简化普通程序

以整体加速审判。类似于小额诉讼的程序是 90年代改革对 1200马克以下的案件适用的“简

易判决”,然而这种程序在德国法律文化中受到质疑 ,这种“简易判决”不仅未改变传统的书

面方式 ,而且当事人对该程序的适用不象小额诉讼程序那样享有选择权 ,律师们经常抱怨法

官武断地行使权力 ,学者们则担忧由此触发宪法性权利而使案件大量涌至最高法院。�λϖ 意大

利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也没有多大差别 ,都是一些繁杂的书面材料程序。90年代引入的“新

治安法官”制度被意大利学者认为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其突出缺陷是 ,既没有借助新治安法

官的经验进行调解的职能 ,也没有实现程序非正式化和简易化 ,这一制度并不是专门为了当

事人提供的更低廉、更迅速解决小额案件 ,而是为了减轻职业法官的负担而变相扩大法官编

制。�λω日本在二战后建立的“简易裁判所”本来是以美国为样本设置的、由限权法官主持的小

额诉讼程序 ,但后来也逐渐演变为仅仅是省略了某些步骤的简易普通程序 ,小额诉讼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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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λυ

�λϖ

�λω 这些新治安法官是由司法管理委员会任命的、任期为 4年的、符合法官基本条件的、全日制的名誉法官。据估

计 ,这些“治安法官”将承担一审法官至少三分之一的工作量。Vincenzo Varano , Civil Procedure Reform in Italy ,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 1997 , Vol145 , pp1657—6731

Cf1Harald Koch & Frank Diedrich , Civil Procedure in Germany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1998 , p11201

Cf1Peter E1Herzog& Delmar Karlen , Attacks on Judicial Decisions , i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egal Science , Vol1XVI , Civil Procedure ,1982 , p154 ; 另参见王亚新 :《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8页 ;范愉 :《小额诉讼程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 3期。

不允许一定标的额以下的财产案件上诉的国家还有 :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智利、乌拉圭、南非、以色列、

加拿大的某些省。J1A1Jolowicz , Managing Overload in Appellate Courts :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Eighth World Conference

on Procedure Law : Justice And Efficiency , ed1by W1Wedehind , 1988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p1781



的口头诉讼的规定被置于脑后 ,一些当事人必须请律师才能适应程序的要求 ,在简易、低廉、

方便诉讼等方面都违背了简易法院的初衷。1995年日本改革汲取了教训 ,没有设置专门的

小额法院 ,而是在简易裁判所中设置一个专门程序 ,真正体现以方便当事人诉讼为宗旨、以

口头诉讼和注重调解为特色的小额诉讼理念。�λξ

不可忽略的是 ,在大陆法系对金钱诉讼的繁简分流制度中 ,督促程序 (Dunning Procedure)

的角色十分重要。这一程序不受诉讼标的额 (小额)的限制 ,简易、快捷、成本低廉地处理所

有符合条件的金钱案件。在德国 ,当事人想要提出一项纯金钱性补偿请求 ,无论标的额多

大 ,都会想到利用“支付令”,支付令在基层法院的适用率是审判案件的 418倍 ,而且在这些

支付令案件中 ,只有 10 %的债务人提出异议。�λψ在法国小审法院和意大利 ,支付令程序也十

分重要。�λζ

我国现行法所确定的“简易程序”具有大陆法系国家“简易普通程序”这一模式的共同特

点 ,即种类繁杂 ,层次不分明 ,适用范围界线模糊。然而 ,与大陆法国家相比 ,我国简易程序

在几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特色”:其一 ,我国简易程序将简易程序与独任制对应、将普通程

序与独任制截然分开 ,这在世界范围都是特立独行的。�λ{ 大陆法系各国划分简易程序与普通

程序的标准不是由独任制或合议制 ,而是按照法院的级别、案件的类型和争议标的额来划分

的 ,这样的划分使当事人在不同程序中的权利和审判者在不同级别中的权力层次相对分明 ,

因而美国比较法学者在研究或翻译大陆法系国家的基层法院时常常与英美国家的小额法院

或限权法院相提并论。�λ|这些基层法院普遍适用独任制 ,独任法官既可以主持简易程序 ,也

可以主持普通程序 ,基层法院的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的差别虽然不象英美国家的小额

诉讼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之间那样界线分明 ,但程序的适用范围却是由立法按照审级制度

而明确确定 ,而不是法院裁量决定的。而且基层法院与中级法院一审程序在审判组织方面

的差别随着 90年代以来的改革正在缩小 ,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四级三审结构中 ,基层法院一

律适用独任制 ,其中少数案件适用独任制简易程序 ,多数案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 ;地区法

院传统上一律适用合议制 ,现在地区法院多数一审案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 ,合议庭主要适

用于上诉案件和重要的一审案件 ;而且两国都在讨论将两级一审法院合并 ,并统一适用独任

制。其二 ,我国没有对简易程序适用的案件类型进行限定 ,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界线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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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比如德国程序法对金钱诉讼按照金额进行层次不同的权利配置 ,10000马克以下的案件由基层法院受理 ,统一适

用独任制普通程序 ,有一次上诉机会 ;1500马克以下的案件不得上诉 ;1200马克以下的案件适用简易判决 ,赋予

法官很大的程序和实体裁量权。Harald Koch & Frank Diedrich , Civil Procedure in Germany , C1H1Beck Munchen ,1998 ,

p11201

众所周知 ,普通法系国家初审程序一律由一名法官主持。如果把陪审团的审判程序视为“陪审合议制”,那么美

国进入审理程序的一审民事案件有 10 %适用陪审合议制 ;英国则基本上取消了民事审判陪审制 ,一律由法官独

任审判。关于合议制的如此分类 ,参见左卫民等 :《合议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张卫平、陈刚 :《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242页以下 ; [意 ]莫诺.卡佩莱蒂 :《当

事人基本权利保障与未来的民事诉讼》,徐昕译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87页。

Cf1Statistisches undesamt ,Fachserie 10 Rechtspflege Reihe 2 (1996) ,转引自 Peter Gottwald : Civil Justice Reform : Access ,

Cost , and Expedition : The German Perspective1In Civil Justice in Crisis ,ed1by Adrian A1S1Zuckerma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081

Yasuhei Taniguchi , The 1996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of Japan2A Procedure for the Coming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2
parative Law , 1997 , Vol1 45 , p17801



模糊。而大陆法国家的金钱诉讼与其他类型的诉讼 (如婚姻家庭案件和涉及公民身份的案

件)区分开来 ,程序与审级关系的层次划分较为清晰 ,简易程序只适用于金钱诉讼。其三 ,我

国督促程序虽然在立法上与大陆法系各国差异不大 ,但在实务中却形同虚设 ,仅占一审案件

总数 017 %。�λ}

这些“特色”导致我国繁简分流方式的单一性和简易程序的滥用。我国没有专门的小额

诉讼程序 ,督促程序在解决大额金钱纠纷方面的优势由于受到诉讼费用制度和社会信用制

度缺陷的制约又无法发挥 ,于是 ,普通程序简易化和扩大现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成为加速

审判、解决积案问题的的惟一出路 ;普通民事程序不能适用独任制 ,进一步加剧了司法资源

与司法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无法调集足够的法官组成合议庭时 ,为了适用独任制就不得

不扩大适用简易程序 ;加之立法没有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按照案件类型、标的额等明确标

准进行划分 ,又没有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对法院的裁量权加以制约 ,为司法实践任意扩大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创造了巨大的自由空间。

2.程序性事项与实质性问题的分流

在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中 ,各国为了将形式性问题和程序性事项从实质性问题中剥离和分

流出来 ,以加速对实质性问题的集中审理 ,设计了不同形式的分流装置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经常被

译为中文“简易判决”的美国即决判决 (Summary Judgment)程序和与之类似的“根据诉答状作出判

决的程序”,大陆法系就程序事项作出的中间判决(Interlocutory Judgment)也有类似的功能。

美国的即决判决程序是处理普通民事诉讼的十分重要的程序 ,这一程序把形式问题与

实质问题区分开来 ,加速对诉讼实质问题的确定 ,在进行完整审理之前剔除虚假或完全没有

根据的请求或防御 ,使一方当事人通过引入外部证据即可证明有没有需要陪审团审理的事

实问题 ,如果有 ,是什么事实问题。当经辩论认定没有事实问题时 ,法官得以直接根据当事

人在诉状中提出的主张就法律问题作出动议人胜诉的判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由于不适用

陪审团审判和集中审理程序 ,因而没有必要专门以即决判决排除非实质性问题。然而 ,大陆

法国家针对程序性事项作出的中间判决与美国适用一种称为“依据诉答状作出的判决”的简

易程序适用范围大致相似 ,主要处理管辖权问题、当事人资格问题等程序事项。�λ∼ 需要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这些“简易程序”都是一种由双方当事人参与的、具有对抗性质和辩论主

义的审理程序 ,这与我国立案程序未经辩论和证明就由法院依职权决定是否受理案件存在

重大差异。我国现行的立案实质审查制不仅侵犯当事人的诉权 ,而且将成为进一步改造简

易程序的重要障碍 ,简易程序的诸多细节问题都涉及到立案程序的结构 ,如简易程序的适用

条件和适用范围 (“争议不大”)在什么阶段确定 ? 如果确定当事人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 ,

那么这一权利在何时行使、按什么程序行使 ? 而这些细节问题影响着简易程序能否符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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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λ∼ 即决判决动议与根据诉答状作出判决的动议十分相似 ,以至于在美国司法实务中 ,法官们基于保障公正和效率
的共同目的 ,不大在意两种动议之间的区分 ,特别是在管辖权问题上 ,由于法律规定法庭可以在任何时候考虑事
项管辖权问题并可以依职权动议审查这一问题 ,因此有些法院常常以管辖权理由作出即决判决。不过一般认
为 ,法院对被告因缺乏管辖权提出的动议作出即决判决是不适当的 ,因为如果法庭没有管辖权 ,它就没有权力对
实质问题作出判决 ,因而必须驳回起诉。另外 ,英美民事诉讼中的缺席判决也属于简易程序之一 ,但由于复审程
序和适用条件都与我国相去甚远 ,在此不加介绍。

参见天津市法院司法统计资料汇编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1998年 12月编 (内部资料) ,第 294、318、320页。笔者
在武汉和云南地区了解到的情况与此大致相似。



序权利的基本保障标准。�µυ

经常被译为“简易判决”的即决判决程序在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这一制度起源于英国 1855年“票据交易法案”(the Bills of Exchange Act) ,最初以加快某些类

型的商业证书的执行为目的 ,后来在美国扩大到可适用于除某些侵权案件和违背婚约的诉

讼案件之外的几乎所有普通法案件。即决判决不是解决争议本身 ,而仅仅是确定是否存在

需要审判的争议 ,对动议的支持起到吸收或阻止诉因和争点排除的作用。即决判决动议通

常的根据是诉答和在提出动议时可以获得的宣誓证词、笔录证词和其他形式的与所挑战的

请求或防御相关的证据 ,宣称根据当时存在的记录 ,在事实问题上没有真实的争议 ,因此动

议方有权获得作为法律事实的判决。许可动议的判决可以立即上诉 ,拒绝即决判决动议的

判决表明审理是必要的 ,因此这种裁定是中间裁定 ,在审理结束针对实质问题作出判决前不

得上诉。

在美国实务中 ,与即决判决非常相似因而容易发生混淆的是两种简易程序 ,一是“依据

诉答状作出的判决”。依据诉答状作出判决的动议用来提出某一争议事项和因为任何该规

则中规定的原因而驳回诉讼 ,例如因为缺乏事项管辖权或人事管辖权、因为管辖地 (venue)不

适当、程序不充分或送达程序不充分、或规则 19条所规定的当事人未参加诉讼等等。这种

动议的成功会导致诉讼被驳回 ,但不是对实质问题本身作出的支持任何当事人的判决 ,因此

一旦缺陷或瑕疵获得补救 ,那么请求可能被再次确认 (例如因缺乏管辖权而动议驳回的诉讼

在有管辖权的法院还可以起诉 ,因送达瑕疵而驳回诉讼的案件可以在送达符合法定条件时

进入实质审判) 。而即决判决是对实质问题 (是否存在)作出的确定 ,旨在对任何后来的诉讼

产生排除效力 ,动议一旦获得支持 ,则该事项即被永远排除在审判范围之外。二是“请求作

为法律事项判决的动议”,二者无论动议理由、证明责任 (动议方都有责任证明没有真实的重

要的事实问题需要由陪审团解决) 、政策倾向都与即决判决程序相同 ,最重要的差异在于提

交动议的时间不同 ,即决判决在诉讼的更早期作出 ,因而法庭更慎于同意即决判决动议。这

三种简易程序在分流进入普通程序的案件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由于不适用陪审团审判和集中审理程序 ,因而没有必要专门以即

决判决排除非实质性问题 ,然而 ,对于美国适用“依据诉答状作出的判决”所解决的程序性问

题 ,即管辖权问题、当事人资格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大陆法国家都是在进入审理程序后才作

出裁判。

(二)繁简分流的理念基础

如前所述 ,各种简易程序是在一定的理念基础上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行设计的 ,有些

简易程序体现了单一的理念 ,而更多的简易程序则体现了多种理念和价值。主要包括 :

1.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相适应

这一理念解释了对一些类型的案件强制适用“简易程序”的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

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两类成本之和最小化。第一类成本是错误的判决的成本 ⋯⋯同

时 ,我们绝不能忽视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µϖ 从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角度看 ,金钱诉讼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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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ϖ [美 ]理查德·A1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下册 ,蒋兆康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717页。

关于我国立案程序实质审查制的缺陷笔者将另文讨论。拙文《‘立审分离’管理模式的质疑》(《人民法院报》2001

年 10月 26日)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



本和收益都比较单纯 ,其对于社会的价值主要以标的额为标准衡量 ,小额诉讼所占用的司法

公共资源最多不能大于社会因此而挽回的经济损失 ,同时从当事人角度来看 ,如果司法制度

不能提供一种使当事人诉讼成本 (金钱、时间、精力等等)与其所获得的程序利益相适应的程

序设置 ,那么这种司法制度即使符合当事人主观上“公正”的感觉 ,但这种公正对于其本人而

言是非理性的 ,对于那些程序利益和机会成本都无法获得补偿或完全补偿的对方当事人而

言更是不公正的。大陆法系上诉制度所遵循“上诉利益规则”和美国判例法所确定的确定程

序正当性的“利益衡量标准”从不同角度认同了一个共同原理 :如果当事人所享有的程序保

障与其从程序中所获得的利益相适应 ,这一程序即为“正当程序”。

同时 ,这一理念也解释了小额诉讼程序为什么仅限于金钱诉讼。小额诉讼以满足私人

目的为要旨 ,而小额金钱纠纷对于整个商业交易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不大 ,因而适用特别简易

的程序并且限制其程序权利无关宏旨 ;然而婚姻家庭和公民身份案件由于涉及公序良俗和

第三人利益 ,金钱不再是确定成本收益的惟一标准 ,因而各国程序法对这类案件适用专门程

序 ,且无论标的额大小 ,都享有至少一次上诉权利。在我国关于简易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中 ,金钱诉讼与其他民事案件并无分别 ,普通民事案件与非讼案件的类型划分也不尽科学 ,

在某些基层法院 ,“无争议”离婚案件占简易程序案件的 80 %左右 ,过于简化的程序和对当事

人主观权利的过度放纵导致大量赌气离婚、草率离婚、胁迫离婚或虚假离婚 ,子女抚养等大

量社会问题 ,规避法律、损害国家或他人利益 (如骗取单位分房)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成本—收益”原理是以诉讼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的综合计算为基础 ,对当事人的程序

利益给予更多理性的关注 ,与之相比 ,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设计简易程

序 ,则更多地考虑了法院自身的利益 ,特别是当司法效率作为司法公正的对立面出现、而简

易程序以牺牲部分公正而追求效率的产物出现时更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关于简易程

序的立法中获得明证 :效率是惟一受到明确关注的价值 ,比如法律规定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

短 ,却没有明确划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加之法院对于选择程序享有不受控制的裁量决定

权 ,因此以审理期限划分简易诉讼适用范围成为基层法院普遍的惯例 ,当案件无法在 3个月

之内审结时才转入普通程序 ,而简易程序常常成为规避审理期限限制的途径。程序设计和

司法改革考虑法院自身的利益本来无可厚非 ,“司法改革无论如何冠冕堂皇 ,总是基于积案

的压力。”�µω然而 ,当简易程序以效率为惟一的价值取向时 ,效率的价值就会覆盖和损害简易

程序应当具有的其他价值和功能。

2.保障当事人诉诸司法的权利

这一理念解释了为什么小额诉讼程序要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司法以解决私人纠纷

为基本功能 ,同时具有维护法律秩序和创制规则之公共目的。�µξ 在民事司法制度的多重目的

中 ,小额诉讼比普通诉讼更注重解决纠纷这一私人目的。严格、复杂、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程

序虽然有助于维护或形成秩序或规则 ,却意味着高昂的诉讼成本、漫长的诉讼进程和专深的

法律素养 ,意味着当事人接近司法 (access to justice)的难度加大 ,同时对于当事人而言 ,程序

本身的复杂或简易并不一定意味着程序保障权满足 ,只有当程序的繁简成为一种可选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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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ξ 参见[日 ]棚濑孝雄 :《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112页。

J1A1Jolowicz , Managing Overload in Appellate Courts :“Western”Countries , p1831



处分的对象时 ,程序保障才真正成为其预设受益人的“权利”。�µψ于是 ,以追求不需要法律技

巧的司法平民化为目标的小额诉讼应运而生 ,诉讼口头化、亲自诉讼、非专业化、当庭宣判等

特点和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使当事人得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简易程序从而放弃普通程序

的更多程序保障。

我国整个民事程序都以“两便”为原则 ,这一原则如果体现为失之宽泛的普通程序简易

化、非专业化、非程序化 ,则会破坏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然而在小额诉讼中以方便当事人

诉讼为指导思想设计形式多样的“简易程序”,与当代司法改革所追求“接近司法”目标相一

致 ,特别是在那些边疆、落后地区 ,对于没有文化也没有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 ,对“程序保障

权”的理解应当以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有真切的了解 ,并据此作出符合自己真实意

思和利益的行为为前提 ,相反 ,当程序成为当事人被动接受的制度设置时 ,复杂程序和简易

程序同样都是强加于当事人的义务而非“权利”。可喜的是 ,一些地区自发的司法改革中蕴

含了以当事人为本的价值取向。�µζ 实务界的这种理解正在超越将程序的价值基础简单定位

于“公正与效率”关系的狭窄思路 ,更多地从当事人的立场思考程序功能 ,有助于按照多元

的、可选择的价值取向设计出满足市场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繁简分流规则。理论界在对中

国农村司法状况进行实证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也支持这一认识。�µ{

3.保护债权和维护以诚信为基础的交易秩序

近现代西方商法和民商事诉讼程序以满足快速流转的市场经济需求为基本特征 ,这一

价值取向在某些“简易程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德国督促程序借助于诉讼费用制度通

过增加债务人因为拖延债务所付出的代价 (比如败诉方必须支付包括对方当事人律师费在

内的全部诉讼费用)而增加其利用率 ;美国的即决判决程序也体现了类似的政策倾向。另如

美国即决判决的宗旨包括避免缠讼和拖延、促进诉讼诚实行为、改善司法机制、加速案件处

理、避免在没有真实事实问题时不必要的审判或庭审、当事人效率正义和减少法院积案负

担 ,并且联邦最高法院 80年代以后的判例进一步强调了即决判决用以扫除轻率诉讼和避免

浪费性审判的功能 ,这些宗旨同样借助于诉讼费用的辅助功能和法官对滥用权利的裁量制

裁权而得以实现。

我国民事程序由于萌芽和生长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状态 ,在各个细节上都表现出有利于

债务人的价值取向 ,这种程序政策倾向加之诉讼费用制度及社会信用制度方面的缺陷 ,常常

使当事人在任何有权利缝隙的环节都可能选择“顽抗到底”,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督促程序的

立法和实践与德国的比较而获得证明。德国当事人在接到支付令后大都马上履行债务 ,即

使债务人对于债务的具体数额存有某些疑问 ,代价昂贵的败诉风险也促使他们放弃铤而走

险的念头 ,因为如果提出异议而转入诉讼 ,那么 ,按照诉讼费用的比例胜诉制 ,败诉或部分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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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参见苏力 :《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参见 2001年民事简易程序研讨会论文。

漫长的诉讼足以使资力不够雄厚的当事人在司法大门面前望而却步 ,各国关于诉讼效率和成本的数字统计和评

论参见 Peter Gottwald , Civil Justice Reform : Access , Cost , and Expedition1 The German Perspective p1220 ; Rechard

W1Hulbert , Comment on French Civil Procedure , p1747 ; Daniel Soulez Lariviere ,“Overiew of the Problems of French Civil

Procedure”, p1737 ; Vincenzo Varano , Civil Procedure Reform in Italy , pp1657—673 ; Oscar G1Chase , Civil Litigation Delay

in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 p145 ; Lord Harry Woolf , Civil Justice in the U1 K1 , 45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

p1713 (1997) 1



诉者不仅要负担全部审判费用 ,而且要按照败诉的比例承担胜诉方合理的诉讼费用支付 (包

括律师费、诉讼活动费等) 。而我国债务人拖延债务而获得的机会利益 (如赢得现金周转的

时间并由此获得的商机)远远大于因为异议所付的代价 ,而支付令异议率和异议成功率又进

一步抑制了债权人申请支付令的积极性。�µ|

三、我国民事诉讼繁简分流程序改造

(一)独任制与简易程序相分离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普通程序与独任制截然分开而将普通程序与合议制对接 ,表明我国

简易程序的风格或模式是普通程序从审判组织到审判程序的全面简化 ,反映了我国对于合

议制功能的误解和简易程序价值取向的单一和片面性。简易程序的价值基础并非单纯为了

追求“效率”,而合议庭的功能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运用权力制约机制确保“公正”,其更

重要的功能是利用集体智慧保障司法的正确性。然而 ,对于某些简单或常规性的案件而言 ,

审判的正确率并不与法庭组成人数成正比 ,相反 ,从更大范围而言 ,当法官个人的工作总量

因参审案件的增加而增加、投入自己承办案件的时间和精力相应减少时 ,案件总体的正确率

反而会因此降低。合议制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功能常常被我国司法界忽略 ,那就是 ,当司法需

要承担起确定政策、创制规则、维护秩序或司法审查的职能时 ,参与决策的法官的人数意味

着代表不同群体利益或不同意见的人数可能增多 ,因而决策的结果可能更具有普遍性和正

当性 , �µ} 而基层法院不承担这样的职能 ,因而实行合议制的意义不大。

将简易程序与独任制、普通程序与合议制捆绑在一起 ,增加了立法在确定简易程序的适

用范围、改革确定繁简分流的标准时的困境 :一方面 ,案件的连年增长需要大量增加法庭 ,而

合议制法庭所占用的司法人力资源至少是独任制法庭的三倍 ,如果对需要适用普通程序的

案件都实行实质意义上的合议制 ,在不改变法官编制的前提下 ,一审法院处理纠纷的能力就

减少两倍 ;另一方面 ,由于独任法庭在权力制约和智慧集合方面都无法受到来自法庭其他成

员的限制 ,出现错误和权力滥用的可能性更大 ,因而更需要来自当事人权利和诉讼程序规范

的控制 ,如果为了扩大适用独任制而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则意味着大量甚至全部一审

案件全面地失去控制 ,难以保证审判的公正性、正确率和正当性。于是 ,审判实践中出现了

屡纠不正的“合而不议”的做法 ,一审程序合议制长期以来都受到来自现实的强烈抵制而使

之止于法律文本 ,各种评论仅仅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单一视角寻找原因 ,“全面”强化

法院合议庭功能的频频呼吁却得到司法实践无动于衷的回应。司法实践对于不合理的立法

总是本能地寻找变通方式加以抵制 ,在无法改变我国这种审判组织与诉讼程序的对应方式

的前提下 ,合而不议的普通程序实现了普通程序与 (变相)独任制的有效结合 ,在不违反现行

法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减少法庭人员配备与确保审判受普通程序控制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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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µ} 这一原理解释了两个现象 :从纵向来看 ,在审级制度中越接近顶层的程序法庭组成人数越多 ,因为越接近顶端的

法院在制定政策和创制规则方面的功能越强 ,也就越强调集体主义的决策机制 ;从横向来看 ,在美国上诉程序的

繁简分流中 ,甄别进入简易程序 (“快车道”)或普通程序的案件的标准 ,不是标的额 ,而是案件在法律秩序或法律

发展方面的价值。参见拙文 :《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 4期。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97条规定 :“当事人提起无益上诉者 ,其上诉费用由提起上诉的当事人负担。”“当事人在上

诉审中 ,因提起新的主张而胜诉 ,如此种主张在前审中即能提出者 ,上诉费用由胜诉当事人负担其全部或一部。”



然而 ,这种没有明确规则的变通存在诸多弊端 :一是造成承办法官之外的两位“陪审”法官的

时间和精力的无益浪费 ; �µ∼ 二是容易为合议庭承办法官推卸责任提供机会 ;三是从总体上破

坏了合议制的运作机制 ,在真正需要合议的案件中不能实现合议制的功能。

因此 ,改变简易程序扩大化现象、并实现司法资源有效利用 ,需要在审判组织方面进行

相应改革 : (1)将独任制与简易程序分开 ,一审普通程序可以适用合议制 ,也可以适用独任

制 ,基层法院的一审案件原则上适用独任制 ,但是否适用简易程序 ,由立法根据案件的性质

和类型确定。中级法院一审案件原则上适用合议制普通程序 ,当事人合意选择简易程序的

除外。(2)法官层次多元化 ,设立专门的小额法官和小额程序。通过小额诉讼程序把小额财

产纠纷从其他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 ,运用上述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殊原理 ,专门处理小额财产

纠纷 ,实现小额诉讼平民化、简易化、低廉化和非专业化 ;同时通过建立小额法官系列 ,将未

经系统的法律专业培训的现有审判人员从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法官系列分离出来 ,并对他们

的审判权限进行一定限制。这样的小额诉讼程序可能在中国人事制度的现状下 ,发挥现有

司法人力资源的优势 (如年龄较大、经验多、思想品质好、在当地威信高等等) ,以调解为主的

方式解决民事纠纷。�νυ

(二)重新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142条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

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 ,适用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都

作出了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和具体细则。然而 ,“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仍然是

一个界线模糊的问题 ,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何时决定适用简易程序以什么方式决定适用简易

程序以及何时及依什么标准和方式转入普通程序⋯⋯一切都交由法院裁量决定 ,而由于立

法和司法解释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价值取向并不明确 ,这使司法自由裁量的正确适用和接

受审查失去了判断的价值基础。各级法院制定的简易程序规则普遍存在逻辑混乱的缺陷 ,

而且下级法院与上级法院的规则之间的相互冲突比比皆是。�νϖ

笔者认为 ,我国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按照不同程序的价值取向可以根据几个不同标准

来确定 : (1)小额金钱诉讼以标的额为标准 ,确定一定数额以下的金钱案件适用强制小额诉

讼程序 ,具体标准由各高级法院根据本省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小

额诉讼程序仅适用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2)大额财产纠纷以合意为标准 ,确定不属于

小额诉讼的财产案件经双方当事人书面协议适用简易程序 ,程序一旦选定 ,当事人经对方当

事人和法院同意可申请变更为普通程序 ,但申请方需承担对方因此产生的诉讼成本 ;法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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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υ

�νϖ 请比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于 1991年、1997年和 2000年颁布的在北京市辖区内

广泛适用的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北京市海淀区《关于简易民事案件办事规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新起草的

《关于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讨论稿)。

关于司法专业化在基层法院的价值和复转军人在司法系统中的角色 ,学术界有完全相反的两种评价 ,参见贺卫

方 :《复转军人进法院》,《南方周末》1998年 1月 2日 ;前引〔26〕,苏力书 ,第 322页以下。其实 ,如果将两种结论的

适用范围加以限定 ,两种观点并不象表现得那么冲突 ,农村的基层法院与城市的中级以上的法院之间 ,在案件、

程序和对司法专业化程度的需求等各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 ,从而导致正当性的基础发生很大差异。参见拙文 :

《法职业化与法律共同体漫谈》,《法制日报》2002年 12月 22日、23日、24日。

合议庭法官“陪审”的现象几乎为司法界共知 :非承办法官在法庭上一言不发 ,甚至打瞌睡 ,想心事 ,或者写自己

所承办的案件的判决书。大量案件的合议庭是临时抓差组成的 ,许多合议笔录则是结案后才补写的。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得单方变更诉讼程序。合意简易程序可适用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

庭 ,也可适用于由中级法院审理的一审财产案件。目前中级法院一审案件超过半数以上的

都是借款纠纷 ,虽然标的额大 ,但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权利义务关系、责任均无争议 ,书

面证据清楚确凿 ,完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νω (3)非金钱诉讼以案件类型为标准 ,涉及公民身

份、婚姻、继承的案件适用家事诉讼特别程序 ,具体程序另行规定 ;集团诉讼、证券诉讼、环境

污染、反垄断诉讼等社会公益诉讼不适用简易程序。(4)发回重审案件、再审案件不属于通

常的一审案件 ,适用专门诉讼程序 ,与简易程序无涉。

(三)简易程序正当性的标准

无论对于制度的设置者还是对于制度的利用者而言 ,“程序保障”都应当以满足和实现

具体程序的预设价值为标准 ,简易程序以放弃程序的程式化和专业化为对价 ,以低廉、方便、

快捷为收益。按照程序正当性的“利益衡量标准”,只要程序收益与其对价相适应 ,则简易程

序即可获得正当性。那么根据简易程序区别于普通程序的价值取向 ,简易诉讼“程序保障”

和简易程序的正当性应当满足以下几项基本权利 :

1.理性选择程序的权利

“权利”本身包括了不受非法干预地选择或放弃自己享有的利益的含义 ,如果将简易程

序作为一种权利性制度设置 ,那么 ,当事人对于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有权参与决定 ;然而 ,这一

权利同时受到“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理念的制约 ,因而 ,对于小额金钱诉讼而言 ,简易程序

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性设置 ,也是一种带有法律强制的义务性制度设置。

2.获得成本低廉的司法服务的权利

快捷审判本身已为当事人节约了诉讼成本并往往避免了机会成本损失 ,然而 ,这仅仅是

从私人成本来计算的。简易程序所消耗的司法公共成本小于普通程序 ,当事人从中获得的

司法服务少于普通程序的供给 ,因而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收费标准应当明显低于普通程

序 ,对于那些依据当事人合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大额财产纠纷而言尤当如此。考虑到两类程

序收费标准应有所差异 ,则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转入普通程序须经当事人申请、并经对方当

事人同意或给予对方当事人程序损失的补偿 ,法官不得自行决定变更程序。

3.享受简易、方便的司法救济的权利

这一权利要求简易程序的设置必须使当事人亲自诉讼和口头诉讼成为可能 ,排除基于

司法专业化和正规化的公共规则产生的一系列程序义务。比如 ,对书面陈述的要求对于没

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当事人而言意味着推行强制代理制度 ,对抗制或辩论主义理念下的司法

消极主义意味着诉讼在没有法官释明或沟通的情况下无法进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规定简易程序案件的卷宗中应当具备大量材料 , �νξ 实践如果遵循这一规定 ,就无法实现简易

和方便的价值 ,因为没有专业背景的当事人对于案情事实和证据的陈述、以及双方当事人在

陈述和相互沟通的过程达成和解 ,这一过程是合为一体、无法区分的 ,而且询问笔录作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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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ω

�νξ 包括诉状或口头起诉笔录、答辩状或口头答辩笔录、委托他人代理诉讼的要有授权委托书、必要的证据、询问当

事人笔录、审理和调解笔录、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或调解协议、送达和宣判笔录、执行情况、诉讼费收据。

本来 ,金额虽大但事实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金钱诉讼案件可以运用支付令的方式处理 ,但我国支付令的适用

除前面论述的原因外 ,还受到来自司法送达制度、社会信用制度、企业工商管理登记制度等配套制度的缺陷的阻

碍 ,无法在短期内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类案件适用“合意简易程序”解决不失是一种兼顾诉讼成本和司法正

当性的良策。



权主义调查方式的遗物 ,由于司法改革后法官不再单独接触当事人 ,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

对司法裁判的形式要求不仅延长了当事人获得终局性判决的时间 ,而且妨碍当事人基于即

时清洁债务的愿望而互谅互让、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41获得有独立审判权的法官快捷审理、即时判决的权利
理论界讨论司法干预的负面影响时 ,侧重于关注司法公正 ,实证调查表明 ,这些干预在

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司法效率 ;而且 ,独立审判的价值并非基于法官审判权的立场和社

会正义的角度 ,获得独立法官的审判更主要是当事人的权利。实践表明 ,目前我国来自法院

内部和外部对法庭独立裁判权的程序外干扰往往直接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例如 ,审判庭

当庭宣判、签发裁判文书的权力受到庭长、庭务会、院长、院务会、审判委员会等多重限制 ,案

件在开庭后由于等待汇报、讨论和答复而迟迟不能作出判决。�νψ 如果简易程序以当事人放弃

许多程序权利为代价 ,却不能换取快捷审判 ;如果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的转换只是延长

审判时间的手段 ,那么这种简易程序就无法获得正当性 ,而选择简易程序的制度即使得到立

法确认 ,也会与我国的督促程序一样形同虚设。

51获得最低限度程序保障的权利
“最低程序保障原则”,即无论利益衡量的结果表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多么重要 ,个人获得

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的权利不得牺牲。简易程序作为国家制度和司法行为的一部分 ,必须满

足当事人以下最基本的程序权利 : (1)被告知的权利。保障当事人在财产权利受到影响时获得

以适当方式的通知 ,以便及时作出反应 ,是程序保障的最基本要求 ,在民事诉讼中表现为受送

达的权利。我国现行法规定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体现了这一

要求。然而 ,在改造简易程序制度的同时应当改进送达制度 ,比如扩大受送达主体的范围、使

用特快专递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2)陈述和抗辩的权利。无论以口头形式抑或书面形式 ,

当事人必须获得向法庭和对方当事人陈述和答辩的机会 ,简易程序改造中所面临的问题是 ,是

否必须给予当事人一定时间的答辩期来准备其陈述或答辩 ,在答辩期以内完成答辩究竟是一

种权利还是义务 ,如果是一种义务 ,是对法庭的义务还是对对方当事人的义务。(3)接受中立

第三方在公开听审的基础上作出裁判的权利。虽然简易程序不必拘泥于开庭的形式 ,但实质

意义上的对审不能节省 ,除非双方当事人通过书面方式明确授权法官作出书面判决 ,否则法官

必须主持由双方当事人参与的听审、对质和辩论 ,并根据听审结果作出裁判。

结　　语

现代法律生活的压力常常要求公正对效率作出适当妥协 ,然而 ,无论民事诉讼理论和实

践赋予“正义”以怎样新的内涵 ,也无论名目繁多的简易程序以怎样的标准将案件从普通程

序中分流出来 ,关于这些不同程序以不同原理体现最低程序保障的准则始终是保障“司法之

所以成为司法”的最基本内核 ,抛弃这些内核 ,公正与效率博弈的结局就不再是平衡或妥协 ,

而是公正的丧失和司法制度的变质。各国风格各异、功能不同的简易程序都没有、也不能突

破程序正当性的最低保障 ,只是为解释程序正当性原理提供了的多元标准。简易程序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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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ψ 在笔者参与调查的几百份一审案件中 ,从开庭到作出判决的时间一般都比从立案到开庭的时间长三分之一 ,法

官们的解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等待其他合议庭成员调整时间和逐级请示汇报是重要的原因。



通程序的划分并非以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冲突为基础 ,换言之 ,程序的简化并非必然以牺牲公

正为代价 ,复杂的程序也并非必须意味着程序保障的实现。在权威衰落、价值多元的市场经

济中 ,单一的程序设置和依据单一价值取向所设置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无法实现程序的正当

化 ,相反 ,只有按照多元价值基础设置多元程序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 ,保

障当事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对自己程序保障权作出理性的处分 ,才可能过滤因任何程序

都无法避免的不同方面的内在缺陷对程序正当性的损害 ,缓和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之间的

价值冲突 ,使司法过程和司法结果在程序主体—当事人的自愿参与下获得正当性。“简易程

序”的价值取向也是多元的 ,这些价值的相互博弈、相互补充、在不同程序中各有侧重 ,并通

过以当事人为本位、规范强制与合意选择相结合的程序设计 ,使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并行不

悖。如果简易程序以效率为惟一的价值取向、当简易程序以缓解法院压力而不是以满足当

事人的程序利益为出发点、当简易程序作为一种强制性适用而不参与当事人意愿时 ,效率的

价值就会覆盖和损害简易程序应当具有的其他价值和功能。对简易程序功能的理解应当超

越“公正与效率”关系的狭窄思路 ,更多地从当事人的立场思考程序功能 ,按照多元的、可选

择的价值取向设计出满足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繁简分流规则。

Abstract :The separation of simple cases from complicated cases and of summary procedures from com2
plicated procedures is aimed at mitigating , through rational norms , the acute conflict between judicial

resources and judicial needs so as give different levels of procedural guarantee to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and make it possible to uphold justice in the ordinary civil procedu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summary procedure”can not be defined merely as the“balancing be2
tween justice and efficiency”. Nor can“efficiency”b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standards such as the

time limit of trial or the rate of settled cases ; the“sacrifice”to certain extent of judicial fairness by the

summary procedure is by no means imposed upon the parties , unilateral , irrational or without compen2
sation. On the contrary , in a society with pluralistic values , rational design and appropriate use of sum2
mary procedure can uphold justice by meeting different needs of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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